经贸关系与中美的结构性相互依赖
余万里

最近，围绕贸易不平衡问题、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中美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摩擦和斗争。美方对中国的贸易、外汇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横加指责，而吴仪副总理在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呼吁避免贸易问题的“政治化”。认识当前中美经贸领域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中美关系的大局出发、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规律，做出客观理性的分析和判断。
中美关系的“大周期、小周期”规律

中美关系历来有“大周期、小周期”之说。所谓“大周期”就是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伴随着政党轮替、新主入住白宫，中美关系会产生波动。 “大周期”的规律基本上是：每当白宫换新人，中美关系就要进入一个低谷，而到新人变成旧人的时候，中美关系都能达到一个高峰。1981年里根上台、1993年克林顿上台、2001年小布什上台，都毫无例外地对中美关系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但最终都以中美友好而结束。20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谁最终取得胜利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由于现任总统和副总统都不参加竞选，未来的必将是一位全新的总统。因此，我们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来迎接下一轮中美关系“大周期”律的发作。
所谓“小周期”就是每年上半年，由于国会要审议政府的预算，各种涉华的报告纷纷出台，反华势力甚嚣尘上，中美关系总会遇到些麻烦，而到了下半年则基本趋于平静。“小周期”的规律实际上是美国预算政治的结果。根据美国的宪法，国会掌握着政府的“钱袋子”，各部门的预算，大到航空母舰、小到抽水马桶的垫圈，都要在国会进行一番审查。每当这个时候，同中国有点关系的形形色色利益集团都要跳出来表现一下。国防部和军工利益集团需要制造一些“中国威胁论”，以便争取到更多的军费和装备拨款来生产武器。人权组织和“民运分子”也要嚷嚷一下，免得被人遗忘，断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奶钱。
最近几个月在中美关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基本上都是“小周期”规律的结果。同过去几年相比，今年“小周期”的嘈杂声比较大一些，原因是过去几年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由于国会和白宫都是共和党人，所以国会比较“乖”，基本上唯白宫马首是瞻。而去年的中期选举，共和党因为丑闻和伊拉克战争丢掉了在国会两院的多数，春风得意的民主党人正雄心勃勃地要跟布什政府过不去。而且，民主党得陇望蜀，面向2008年大选的竞争也已经鸣锣开场，这也让今年的“小周期”叠上了“大周期”的阴影。于是，今年以来围绕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各种斗争异常激烈，而且还有每年一度的中国军力报告等等。
理解了“大周期、小周期”规律，我们再看当前的中美关系，就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担心和恐慌。而当我们跳出“大小周期”，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中美自建交以来关系的发展，就会得出更加理性和充满自信的认识。
面向全球化的“建设性合作”

过去30年的中美关系用“风风雨雨”来描述一点也不为过，这其中有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不扩散问题、经贸问题，89年政治风波、99年“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等等。有很多人都认为，中美作为两个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立的国家，崛起的大国与现存的霸权国家必然要走向冲突，所谓“中美结构性矛盾”、“中美必有一战”。对照历史，20世纪初的崛起的德国与霸主英国之间的关系就是从竞争走到了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叶的苏联和美国，两种社会制度形成两大阵营爆发激烈的冷战。
“中美能否避免冷战”？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家、历史学家等待时间来破解的一个悬案，也是当前和未来20年“战略机遇期”内中国能否“和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命题。2004年9月，在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美国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进攻型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同著名战略战略家、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之间就“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问题爆发了一场辩论。理论家重视倾向于用一套逻辑结构来预测未来，而历史现实往往要比简单的理论逻辑复杂许多。
过去30年中美关系发展的状况，很多学者都无奈地将其归纳为一个词：“非敌非友”。中美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10年的“准盟友”关系，为了应对苏联的扩张而走到了一起。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中美关系一度因为失去定位和方向而大起大落。进入21世纪后，中美关系依然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按照现任美国总统布什的说法：“中美关系是重要的，同时也是复杂的”。这种似是而非的定位在根本上是中美关系的三个基本特性决定的。
首先，中美都是大国。毫无疑问，美国是大国。中国是不是大国？从人口和GDP总量上看，中国是大国。有人会反驳说GDP除以人口，中国的人均GDP还远远不是大国。我认为，大国不是用数字来衡量的，而是取决于国际影响力。中国有13亿人口、飞速发展的经济、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还有核武器，这些都构成了在国际上的天然影响力。中美关系的大国性决定了：一、双方都不能忽视对方的存在；二、彼此之间存在行为的底线；三、双方的行动都具有可预测性。
其次，中美的差异性很大。美国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发达国家，而中国是东方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一个宗教性很强的社会，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一个非宗教的世俗社会。中美的差异性决定了：一、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的制度模式，成为很多美国人期望的那种国家；二、中美可以成为同事的伙伴，但很难成为亲密的朋友；三、中美之间很容易出现沟通和相互理解的障碍。
最后，中美关系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在一方面来自美国国际地位和对外战略的不确定，美国的战略扩张或者收缩都会对国际体系以及中国的国际国际造成结构性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不确定性来自中国内部发展的不确定，自古以来中国总是“通过改变自身来影响世界”。在过去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及体制的转型都面临着重大的挑战，而这些国内层面的挑战最终将决定外交的走向。
由于中美两家都是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美国的霸权稳定以及反恐等重大外交政策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因此中美作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之间的合作日益成为两国领导人的共识。布什反复强调对华关系的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中国外交也把对美关系作为“重中之重”。最近，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美国重量级战略思想家甚至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共治”构想——中美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秩序与繁荣。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合作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全球化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全球性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带来了新的产业转移和分工。在过去的30年中，中美都抓住了这一历史性的机遇，成为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2005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在演讲中提出，要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最近又进一步提出让中美成为“全球利益攸关方”，其主旨就要让中美双方都认识到维护现有国际体系的稳定，推动全球化的发展的重大意义。
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访问美国期间提出：“中美不仅要成为利益攸关方，而且要成为建设性合作者。”这表明，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面向全球化的战略合作方面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当然，从利益攸关方到建设性合作者，这其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一段差距。由于差异性的存在，所以中美之间总会出现合作与冲突、共识与矛盾并存的复杂局面。美国对外战略和中国内部发展的不确定叠加决定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因此，双边关系中的大国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中美两国还需要共同努力来推动双边合作的发展和进步。
结构性相互依赖的中美经贸关系
经贸问题是近年来中美关系当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但是并不是一个必然导致冲突和对抗的“零和游戏”问题。所谓“零和游戏”就是一方所得等于另一方所失，得失相加为零，因此双方不存在合作与妥协的空间。中美经贸关系在本质上是一个“共赢的游戏”，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中美的产业与贸易结构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双方在互通有无的经贸往来中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正因为如此，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双边经贸保持了年均31％的高速增长率。2006年按照中方的统计，中美贸易总额达到2627亿美元，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海外出口市场。按照美方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全球化分工结构中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会为双边经贸联系的中断付出代价。例如，2005年7月实施汇改之后，由于人民币升值，2006年12月美国的节日市场上，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的价格上涨了5％，玩具的价格上涨了10％。而人民币升值在中国则意味着2007年的外贸出口增幅可能下降15％，在沿海出口加工型企业工作的数百万农民工可能因此失去工作。这些企业当中很多都是来自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外资企业，中国外贸的下滑又将对这些外来资本造成严重的冲击。此外，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当中的很多零部件和原料都来自东南亚国家，中国对美出口的下滑又将造成东南亚很多国家对华出口的下降。
因此，中美经贸是一条全球化的价值链条。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一台笔记本电脑，CPU来自美国、硬盘来自日本、主板来自台湾、显示屏来自韩国，集中到深圳组装之后贴上美国公司的品牌销售到美国。这台电脑虽然贴着Made in China的标签，但其中的价值分配却是全球性。根据市场经济的原理，每个国家都在其中发挥了最优化的资源禀赋，最终获得了最大的市场价值。
然而，全球化相互依赖的问题是，这种最大的市场价值在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当前的全球化是商品、服务、资本和生产的跨国流动，而人力不可能伴随着这些要素而流动，于是就产生了全球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一国内部不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将受到外来竞争的威胁，由于外来产业冲击或者本国产业外移，就将造成结构性的失业问题。而失业就会直接在政治上产生反映，尤其是选票决定政治的西方民主体制当中，失业的工人往往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今年3月，美国国家委员会东亚事务主管韦德宁在会见笔者的访问团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是数字的问题，而是工作岗位的问题。”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化时代正在受到严重的威胁，福特、通用汽车等美国传统的制造业领袖企业正在接二连三地关闭其本土的工厂，大量的工人失去了岗位。这个经济问题已经在政治上形成了巨大了压力，集中反映在美国国会当中。国会议员的选举是地方性，一个众议员的选区可能只有几十万人口，在这么小的范围内，哪怕几百个工人的失业都会成为议员首要关注的问题。
因此，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实际上并不是中国和美国两方面的对话，而是中国、布什政府与美国国会三方面的博弈。中美两国政府都受到了来自美国国会的政治压力，而国会的地方性特点自然会带来贸易问题的政治化。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经济学家盖保德认为，中美经贸存在的问题是结构性，中美经贸当中有些数据误导了美国公众，国会炒作的人民币汇率、反补贴问题实际上都是国内政治的需要，中美两国政府应该警惕，不要做蠢事。布鲁金斯学会的贝德和卜睿哲等美国学者也认为，面对国会的压力，在经贸问题上中国不应该做过多的让步，因为让步反而证明对中国施压是有效果的。

吴仪副总理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会议的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要从中美长期战略合作的高度来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在此次对话前夕，胡锦涛主席在与布什总统通电话时表示：“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背景下中美能够通过坦诚对话增进了解和互信，妥善处理双方经贸合作中的问题，推动两国经贸关系稳步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繁荣发挥积极作用。”布什也表示愿意通过高层对话解决有关问题。因此，从大局着眼，对话、合作和相互妥协依然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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